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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时期生态写作主要通过两种话语系统演绎现代生态理念：西方生态科学 

影响下的自然科学话语，以及与本土资源对接产生的诗性话语系统。诗性话语的建构，是 

新时期生态写作在审美层面的本土化生成，并以此形成与世界生态写作 的对话。其话语 

体系体现为：故事层面，“天人合一”的生存方式产生天人合一的生命观与时间哲学；话语 

层面，“立象尽意”的话语建构方式，在勾通自然万物的内在关联中呈现文本形态层面的生 

态伦理精神；思维层面，对“人道”的认知与对“天道”的认知相通，一方面通过“推己及人” 

获取对待万物之理，在人际伦理的基础上衍生出生态伦理立场，另一方面，通过对自然的 

感悟 ，实现对人类 自身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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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范围内的生态科学和生态文学最初都源于西方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与生态观念的传播，在 

与中国本土语境的对接中需要经历本土化过程才能建构真正属于中国文学的生态写作，而在本土文 

化资源中寻求生态呼应是对接的重要途径。 

既有的对于新时期生态写作的研究过多强调外源性生态意识的影响，即，作家如何接受外来的 

现代生态观和生态思想 ，如何将习得的西方生态学理论应用于对中国生态问题现状的分析和判断， 

并以理性的伦理立场和自然科学的话语体系建构生态写作的美学形态，而对于本土资源在生态写作 

生成中的能动性，尤其是生态书写的本土化审美形态关注不够。事实上，新时期以来的大量生态写 

作中，科学话语及其承载的理性生态认知并未真正获得作为文学话语的主体性，而很容易滑向对自 

然科学生态观、生态伦理观的被动演绎。本文试图通过对《额尔古纳河右岸》(迟子建)等作品的分 

析，解读在世界生态写作的宏观视域下本土生态写作如何通过在 自然中“感悟”的方式获取生态理 

念，并通过诗性话语、意象思维等方面的审美建构，呈现生态写作的本土化特质。 

《额尔古纳河右岸》讲述了古老的鄂温克民族的生存方式及其逐渐走出山林的故事。这一蕴涵 

着人类学、文化学、生态学等多重命题的文本叙事，以天人合一的诗性生存、自然维度的诗性隐喻、感 

悟式的思维，实现了诗性话语的建构，并以东方式的生态伦理立场，为生态写作的本土化策略提供了 

重要思路。 

一

、诗性生存：“天人合一’’的生命观与时间哲学 

在故事层面，《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本土化特征首先体现在叙述“天人合一”的生命形态。 

对于理想生存形态的建构，是生态写作中的核心命题。人如何与自然、与非人类生命共生，是新 

时期生态写作中切人核心命题的重要维度。郭雪波的草原系列、叶广芩的秦岭系列、贾平凹的《怀念 

狼》、张炜的《刺猬歌》、赵本夫的《无土时代》等文本的切人点皆在农业文明与现代化进程交汇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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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态灾难，伦理立场上的激进生态意识使叙述视角凝聚在现代文明之下人类生命的粗陋与麻木。 

与前述文本不同，《额尔古纳河右岸》将视点放在山林中的自然生命形态——一块现代文明的“飞 

地”。前者关注破坏之后的失序、慌乱与急迫，后者则是呈现破坏到来之前的宁静与和美。 

与西方文学从《圣经》到培根、笛福、歌德、海明威等始终将人与自然关系书写为对立状态的传统 

相比，中国文学传统是以“天人合一”为核心书写二者关系。“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核心命题， 

⋯天’的含义大致有三：一是指主宰之天，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天神；二是指 自然之天，通常也称为天 

然；三是指义理之天，也称为天理”⋯ 。在故事层面，“天人合一”的诗性生存，融合上述多重涵义， 

体现为“天人合一”的生存方式(人类的全部El常生活都与自然界联系在一起)和“天人合一”的思想 

体系(人类的生命观、时间哲学具有与自然的同构性)。 

“天人合一”的环境产生“天人合一”的生命观。生活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的人们，他们以天然之 

材 自制衣、食、住、行的El常生活用品，用兽皮换取盐，自己生产，用萨满跳神治病，“我的医生就是清 

风流水、Et月星辰”，并最终通过风葬回归自然。他们取食山间的生命同时又为另一部分生命充当食 

物，用这样的方式使 自己的生命嵌入大 自然的森林与河流：“我不愿意睡在看不到星星的屋子里，我 

这辈子是伴着星星度过黑夜的。如果午夜梦醒时我望见的是漆黑的屋顶，我的眼睛会瞎的I．．⋯·听 

不到流水一样的鹿铃声，我一定会耳聋的；我的腿脚习惯了坑坑洼洼的山路，如果让我每天走在城镇 

平坦的小路上，它们一定会疲软得再也负载不起我的身躯，使我成为一个瘫子；我一直呼吸着山野清 

新的空气，如果让我去闻布苏的汽车放出的那些‘臭屁’，我一定就不会喘气了。我的身体是神灵给 

予的，我要在山里，把它还给神灵”_2』4。“星星”“流水一样的鹿铃”“坑坑洼洼的山路”和“山野清新 

的空气”，分别对应了人体的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共同长养着生机盎然的生命形态——神灵给予 

而最终也必将回归至神灵的身体。只有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生命，才会弥漫着无与伦比的清新气息。 

《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呈现了人与自然合一的诗性生命形态：人是 自然界的一环，而不是外在于自然 

的某个他者。 

“天人合一”的生命观，决定作为生命终点的死亡被视为对自然的回归并转化为另一种生命形 

态。死亡是对自然界的回归，重新与自然融为一体，开启下一次生命轮回的开端——“叶子变了颜色 

后，就变得脆弱了，它们会随着秋风飘落——有的落在沟谷里，有的落在林地上，还有的落在流水中。 

落在沟谷里的叶子会化作泥，落在林地的叶子会成为蚂蚁的伞，而落在流水中的叶子就成了游鱼，顺 

水而去了”。在对 自然季节变化的叙述中，融人了对生命的诗性感悟，通过树叶与泥、与蚂蚁 、与水的 

丰富关联，隐喻了不同物种之间的循环往复、生生不息。人的生命和万物一样，可以在季节轮换中化 

作“种子”重新发芽：“妮浩在离开母亲风葬之地的时候说：她的骨头有一天会从树上落下来——落 

到土里的骨头也会发芽的”；安葬妮浩的孩子时，我们“用手指为他挖了一个坑，把他埋了。在我们眼 

中，他就像一粒种子一样，还会发芽，长成参天大树的”；至于优莲，则是“你不要以为优莲是死了，她 

其实变成了一粒花籽”。死亡叙述在这里是如此天然和富有诗性：生命的死亡是以一种形态转化为 

另一种生命形态——化为种子重新回归大地再次生根发芽开花，或者升到天空和小鸟一起飞翔(比 

如列娜和老达西)。一种生命形态的结束并不意味着长久的终结，而是以转化为另一种形态实现生 

命的续接，这样的解读方式足以淡化生者对死亡的畏惧和伤痛，从而在面对死亡时更为从容淡定： 

“我想起尼都萨满说列娜是和天上的小鸟在一起了，就觉得她是去了一个好地方，而不怕再想起 

她了。”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万物流逝、变化和不断生成的欣然接受，是中国思想的特质”，“死不是 

绝对的，它只是宇宙生命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在道的展开过程中，先是逝，是远，最后是反，反也是 

返，即回到本原的道中。宇宙生命是一个大循环。个体生命之死，只是回到宇宙整体生命这个大熔 

炉中，投入整体生命的再造之中。从个体看，死亡是一种毁灭，然而，从全体看，死亡是生命的另一 

面，另一环节，另一阶段”_3 。对于死亡的解读，使人类回归为自然界万物之一员，是自然循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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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环，人类取食其他生命，并最终将自己的肉身返还自然，“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一焉” ]8 。如 

同姜戎《狼图腾》中草原人死后将身体交由狼群食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狼吃掉达西、熊杀死瓦罗 

加、毒蜂刺死交库托坎，都和人饮桦树汁、取熊胆、猎杀堪达罕一样，是生命之间的自然关系。作品以 

本土化的生态立场，绕开了激进的生态主义理论中的尖锐话题，比如反对“狩猎”、肉食和以皮草为 

衣等。 

上述生命观背后 ，是以自然坐标为参照的时间哲学。在整部作品中，有两种时间维度：诗性时间 

与历史时间。其中与鄂温克民族生命形态密切相联的是诗性时间。在纵向时间之流的建构中，它的 

时间坐标是以春夏秋冬四季轮回为刻度，自然界的循环运转成为确立时间的参照系，时间的存在与 

天空和大地相联，是“天人合一”关系在时间维度中的体现。在“上部 ·清晨”中，时间的行进是以季 

节轮换、物候变迁和月亮圆缺为参照。开篇“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岁了。雨雪看老了 

我，我也把它们给看老了”，把主人公置于与自然万物对视的定位中，人与雨雪的互相“看”意味着双 

方互为时间参照，意味着在时间的流逝中人与自然问相互依存的关系。在诗性时间哲学的背后，是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状态。 

此外，与现代时间中具体时刻的划分以钟表的刻度为参照不同，在诗性时间的测度中，具体时刻 

的划定是依照一天之中日升日落予以标注的，“太阳和月亮在我眼里就是两块圆圆的表，我这一辈子 

习惯从它们的脸上看时间”。张炜散文《人生麦茬地》中母亲在儿子指着腕上的手表告诉她到了正 

午时，她“疑惑地盯着指针——指针没有指向太阳，怎么就是正午?”_5 日月星辰和钟表的对立，是两 

种天人关系的对立。迟子建在《时间怎样地行走》 Jl 一文中说：“挂钟上的时间和手表里的时间只 

是时间的一个表象而已，它存在于更丰富的日常生活中——在涨了又枯的河流中，在小孩子戏耍的 

笑声中，在花开花落中，在候鸟的一次次迁徙中⋯⋯”，区分了两种时间的差异并认同诗性时间与生 

命之间的内在关联。诗性时间以自然为参照系，因而它是循环的。对 自然时间的认同，使个体生命 

顺天应时，在自然时间序列中从容自适，由此支撑了对死亡淡定与从容的生命观。 

到“中部 ·正午”“下部 ·黄昏”“尾声”部分 ，依次出现民国、“康德”(伪满州国年号)和公元纪 

年的时间刻度，回响着战争、建设、开发等时代的足音，时间的维度以重大历史事件以及与之相应的 

历史进程作为参照，人的命运与历史的方向密切相关，时间远离自然的生命节律 ，转而附着于人类社 

会无限前行的、不可逆转的单向时间，由此形成历史时间。在历史时间中，具体时间的测度则依靠作 

为现代科技产物的“钟表”。“人们同样地感受着黄昏这个词不是来自树林的间隙或阳光的移动／而 

是来自晚报和时针 从前 人们判断黄昏是根据金色池塘 现在／这个词已成为古代汉语⋯⋯” 』1 晚 

报和时针作为时间刻度，挤走并取代了树林、阳光和金色的池塘。作为现代科技产物的“钟表”以机 

械设置取代了原本时间测度中人对自然的观察和仰望，人与自然在时间维度上的关联由此被割裂和 

阻断。历史时间的介入，意味着人与 自然之间单纯的天然互动关系的终结，在使时间的测度脱离 自 

然坐标的同时，也使人与 自然的关系被人为地割裂和疏离。人的命运受历史进程的影响与掌控，丧 

失了生命的从容，生态平衡也由此被打破。 

由此，生态伦理问题被以时间哲学的方式提出，逐步展示了历史进程与生态失衡之间的对应关 

系。时间维度的变迁，清晰地凸显了文本对生态问题的逻辑归因，时间哲学中涵蕴较为明确的生态 

伦理立场。 

二、诗性话语系统：形态、本土性及其“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内涵 

诗性话语是指“通过描写一个具体的自然事物来给人一种感性的启示，以诗的形式阐述抽象的 

哲学问题 ，这就是中国独特的诗性智慧”[引。以自然科学为指归的生态写作中，在生态认知的催生 

下，大量使用 自然科学的生态知识、术语，理性地解释生态灾难的起源并严谨地推理论证 ，寻求解决 

的方案，由此形成富有理性气质的自然科学话语系统，曾是新时期生态写作话语层面的突出特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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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尔古纳河右岸》等文本，以独特的诗性话语语法对应文本中的诗性生存，通过以自然为喻的诗性 

话语建构，沟通人与自然之间、自然万物彼此之间的内在关联。 

(一)诗性话语形态 

文本诗性话语形态的特点之一，是以具体的自然物象作为喻体，实现对抽象概念的界定。与自 

然科学话语的生态写作中大量使用科学术语不同，诗性话语中对抽象概念的界定多通过形象比喻： 

我始终不能相信从书本上能学来一个光明的世界、幸福的世界。但瓦罗加却说有了知识的 

人，才会有眼界看到这世界的光明。 

可我觉得光明就在河流旁的岩石画上，在那一棵连着一棵的树木上，在花朵的露珠上，在希 

楞柱尖顶的星光上，在驯鹿的犄角上。 

“光明”无疑是个抽象的概念，但文本并未用抽象逻辑推演和理性思辨作缜密的阐述，而是用 

“河流旁的岩画”“一棵连着一棵的树木”“花朵上的露珠”“希楞柱尖顶的星光”“驯鹿的犄角”这样 

取自自然生活的具有鲜活生命质感的感性形态予以描述，以飘忽而意义不确定的审美形态对本应抽 

象严谨的理l生思考做出诗性的置换。由此强调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本质联系：“光明”是应存在于自然 

生命之中，存在于自然之美的引领中，存在于自然的生机与活力中。此类例证在文本中大量存在，如 

以“黑夜中跳出的一轮明月”“雨后山间升起的彩虹”“傍晚站在湖畔的小鹿”等灵动意象的叠加来对 

应马伊堪的“美”等。与之相呼应，郭雪波、陈应松等作家的生态写作中亦有大量诗性话语界定抽象 

概念的例证 ：“仇恨，的确让人变得古怪和失常，把人的血搅得紧绷绷、黑糊糊、冷冰冰；而爱的感情， 

则完全不同，就像那明媚的春光，和煦的暖风，淙淙的山溪，清脆的鸟鸣”[1 0j 卜 记，对于抽象的“恨”与 

“爱”的情感，以“春光”(季节)、“风”(物候)、“溪”(地舆)、“鸟呜”(动物)等天地之间的自然物象， 

以生动鲜活的喻体传达感性启示，以此来替代对抽象概念的阐述与理论建构。 

诗性话语形态的特点之二，是以熟知的自然现象蕴涵的内在逻辑，取代复杂而抽象的理论推演 

过程。逻辑推演是对概念界定的进一步拓展，类似从组词到造句的递进关系。 

⋯ ⋯ 娜拉说，他们跟额尔古纳河没有关系，怎么会来这里?依芙琳说，如果没有好的猎手， 

有肉的地方就有狼跟着。 
⋯ ⋯ 我又到尼都萨满那里去，我说娜杰什卡带着吉兰特和娜拉跑了，你是族长，你不去追 

啊?他对我说 ，你去追跑 了的 东西，就像 用手抓 月光是一样的。你 以为伸手抓住 了，可仔 细一 

看 ，手里是空的! 

上述两例中，所要表达的认知是抽象而深刻的：前者是 日本人为什么入侵鄂温克人聚居的额尔 

古纳河右岸，这是一个复杂的军事、政治乃至历史问题，其间蕴涵着深层的理性逻辑，依芙琳用猎手、 

肉、狼三者关系的类比，形象而又举重若轻的完成表述；后者讨论是否要去追已经跑了的东西，则是 
一 个蕴涵深刻哲学思考的心理难题，尼都萨满用手抓月光的感性经验给予了到位的类 比和判断。类 

似的话语逻辑还有，以自然万物之间的物理关系喻抽象复杂的人际关系：用额尔古纳河右岸的人们 

异常熟悉的物象“光着脚在冰河上走过”喻玛利亚对杰芙琳娜的难以接受；以“两块对望着的风化了 

的岩石”喻坤德夫妇关系的恶化；以云彩给盛夏带来的阴凉、穿透阴云的明媚阳光、驱散湿柴水气的 

火苗等与生活息息相关的物象分别传达父母／子女、夫妻、祖孙、朋友等人际关系细微的差异；等等。 

诗性话语形态的特点之三，是以一种 自然物象比喻另一种物象的某种特质，以此实现自然万物 

之间语义的跨领域衔接、衍生与创造，进而勾通万物之间的生命联系。“驯鹿很像星星，它们晚上眨 

着眼睛四处走动，白天时回到营地休息”，以星星的特点对应驯鹿的生存状态，将 自然的灵性引渡至 

生灵，让天空与大地相联；“如果说篝火在白昼的时候是花苞的话，那么在苍茫的暮色中，它就羞羞答 

答地开放了。黑夜降临时，它是盛开，到了深夜时分，它就是怒放了”，以花朵的开放过程，对应篝火 

在夜间不同时刻的意义，使篝火弥漫着生命感；“如果说夕阳是一面金色的鼓的话，这些晚霞就是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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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鼓声了”，以鼓和鼓声的关系喻夕阳和晚霞之间的亲密关联。本体和喻体均来 自自然界，这意味着 

在话语系统建构层面拥有自足的逻辑推演方式 ，不需要外在的话语引入用以解读他们的世界。 

上述诸形态的诗性话语，并不是散落在文本中彼此孤立存在的修辞手法，而是通过不断延展、衍 

生、交织和连缀，建构内在的宏观逻辑并生成整个话语体系。以文本的第一段为例： 

如今夏季的雨越来越稀疏，冬季的雪也逐年稀薄了。它们就像我身下的已被磨得脱了毛的 

狍皮褥子，那些浓密的绒毛都随风而逝了，留下的是岁月的累累瘢痕。坐在这样的褥子上，我就 

像守着一片碱场的猎手，可我等来的不是那些竖着美丽犄角的鹿，而是裹着沙尘的狂风。 

对于“生态恶化”这一抽象问题的叙述，先是以具有时间堆积感的“磨得脱毛的狍皮褥子”喻逐 

年稀少的雨雪，之后在作为喻体的“褥子”上衍生“坐”的动作，并由此延伸出新的物象“守着碱场的 

猎手”，再藉猎手的身份牵引出鹿的消失和狂风肆虐。叙述通过喻体在动物(狍、鹿)和气候(雨雪、 

风沙)之间的流动、转换不断向前推进。象喻的密集、叠加，不断衍生又切换呼应，表明上述话语形态 

特点并非仅仅是语言层面修辞策略，而是贯穿全文的叙事特质，是支撑整个话语系统的经纬。 

(二)诗性话语的本土性与生态伦理意义 

生态写作中诗性话语系统的本土性体现在，它延续了“立象尽意”的汉语诗性传统。“在言、意 

之间插入一个‘象’，是中国古人对语言学、符号学、诗学、哲学等不同学科的重要贡献”_】l_m。。西语 

以逻辑推理实现对语义的论证与穷尽，而中国诗学则以“立象”实现对语言的模糊化感知与延展，实 

现不同领域的对接与勾通。作为文化源头的《易经》，“对自然、社会、人类、哲学等现象的种种论证， 

总是立足于具体的意象表达，因而形成了从具象性事物向抽象性哲学演化的表达特点”|l 。 

与西语的逻辑中心而隐喻边缘不同，汉语是以隐喻为中心的。“如果说西方诗学是以‘是’为其 

话语方式的核心，是‘焦点’式的；那么，传统汉语诗学则是以‘似 ’为其基本言说方式，是‘散点’式 

的。传统汉语诗学因此也就没有‘⋯⋯是⋯⋯’之类‘属加种差 ’而形成的明确的定义，它的言说是 

‘隐喻性’的，常用‘形象化’的表达方式，是一种非聚焦的方式。”_J 如，《道德经》整个话语体系皆是 

将缜密、抽象的哲学思考作飘忽、形象的审美置换，“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唯不可 

识，故强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客；涣兮，其若凌释；敦兮，其若朴；旷兮， 

其若谷；混兮，其若浊”l141 37，以隐喻式的描述，取代定义式的解说。以“豫”“犹”“俨”“涣”“敦”“旷” 

“混”等飘忽而语义不确定的语词来构建“古之善为道者”的诸多特质，以“冬涉川”“畏四邻”“若客” 

“凌释”等跨度较大的具体情境作喻体，对应不同的性状，体现出中国文化诗思同源的诗性哲学品格。 

《额尔古纳河右岸》在话语方式上承继汉语的诗性思维，在新时期生态写作的自然科学话语之外重建 

汉语的诗性话语，实现了生态写作在话语层面的本土化特质。 

语言语法背后通常蕴涵着深刻的思想语法。诗性话语系统背后蕴含着深层的生态伦理意义，通 

过恢复语言的有机性，不断召唤语言背后深刻的生态伦理精神。“隐喻的基础是：人与自然的基本相 

似性”[1515。《世说新语》曾以大量自然风物作喻体，比喻人的风貌，彰显了魏晋时代对自然天性的张 

扬 ：“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王公 目太尉：‘岩岩清峙，壁立千仞”’；嵇康“肃肃如松下风，高而 

徐引”，“岩岩如孤松之独立”；“时人 目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有人叹王恭形茂者，云：‘濯 

濯如春月柳”’[161605-625。以“树”、“壁”、“风”、“松”、“游云”、“惊龙”、“柳”等为喻体，通过隐喻的话 

语方式，赋予本体以放诞飘逸的自然天质。 

生态写作中，诗性话语的建构，通过自然喻体的隐喻设置，在话语层面抵达人与自然的诗性勾 

通。其喻体中，主要取自树木花草、山川河流、雨雪阴晴等人类生活中熟知的自然现象：属于山川河 

流等地舆范畴的“冰河”“淙淙的山溪”等；属于花草树木的“一棵连着一棵的树木”“花朵上的露珠” 

“湿柴”等；属于气候等阴晴雨雪的阳光、月光、“希楞柱尖顶的星光”，微风、夕阳、星星、明月、山涧彩 

虹、寒流、闪电、初春的小雨、盛夏飘来的一片云；属于飞禽走兽虫鱼的 “驯鹿的犄角”“湖畔的小鹿” 

“鱼”等；属于日常中的自然现象的篝火、火苗、灯等。在自然喻体和它所指涉的本体之间，通常借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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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界的生机与灵性赋予本体强烈的生命气息和天然质感。“哲学上的感应或意象思维最明显的好 

处就是：活力呈现，生命感突出。” ” 

“在存在论的角度，隐喻指示了人与自然之间一种更原始的存在状态”，上述隐喻的存在，“能把 

语言与存在的源始关联时时唤回现场”_1 s̈ ，从而在语言层面上使人类在前行的途中不断反顾 自身。 

以自然万物作为喻体来比喻人、人与人 、人与万物之间、万物彼此之间的关系，将人类情感与自然表 

象通过隐喻整合，保持人与自然在深层机制的密切关联，沟通深隐在松散表象背后的世界万象之间 

的血脉渊源，在文本形态上实现人与自然的浑然一体、“天人合一”的美学品格。 

三、诗性思维：推己及人、感悟与“天人合一”的本土化认知 

思想语法的背后，是较深层面的思维语法。诗性话语的生态伦理维度背后，是“天人合一”的诗 

性思维方式。“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基本思路，“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天道是指对世界的认识，而 

人道则是对人 自身的认识”，在思维方式上，“中国哲学家特别重视认识世界与认识人 自身的一致 

性” 。对于生态认知问题而言，这种一致性一方面体现在，人类常常通过对 自身情感的体悟获取 

对待万物之理，即“同理心”，推己及人，将心比心，由此确立生态伦理的原则与立场；另一方面，人通 

过对外部物象的体悟，实现对自身的认知，即主体通过自然现象实现对生态问题的“感悟”。前者是 

由内及外，后者是由外及内，二者共通之处在于人对天的信念依赖和人与天的交流沟通。 

首先，是“推己及人”的中国式感性认知方式，通过将个体感受迁移至外部世界，获得生态伦理理 

念和立场。 

与西方理性思维“以范畴、概念判断为基点，以逻辑、演绎、推理为方法，以确定性、清晰性和统一 

性为目的”不同，诗性话语背后的意象思维，则几乎“不用逻辑、演绎、推理的方法，甚至连确切的范 

畴、概念、判断都找不出来 ，更谈不上思维过程与最终结果的确定性、清晰性和统一性了”。其依据是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推己及人、将心比心。这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在中国传 

统哲学里几乎是不言自明的道理，根本无须任何实证化的理论分析与解释”，即“人心内在的想象力 

以及由此而引发出的建基于物莫无邻、以类相召之上的感通与应和。”[17]145,127-128 

在新时期生态写作中，作为主体的人类生态意识萌发通常源 自三个维度的触动：自然科学中的 

生态学知识、人文理论中的生态伦理观念与诗性立场中的生命感悟。其中数量较少的以人文精神的 

价值维度作为依托的文本中，保护生命和自然的意义在于建构人类的精神高度并以此实现人类自身 

的完善，如贾平凹《怀念狼》、张炜《刺猬歌》等。占较大比例的以自然科学话语为支撑的文本，通常 

以生态学知识论证生态保护的合理性，以自然科学中生物相克相生的理论，来反驳人类中心的伦理 

立场，进而重新定位人类和万物在自然界的生态伦理关系，提醒人类对其它物种的敬畏：“狼要吃羊， 

是因为它的生理需要，因为它的食物链所安排”(叶广芩《老虎大福》)；“沙漠里的动物和植物互相都 

有依附关系，形成特殊的生物链，不能随便伤害其中任何一物一草的”(郭雪波《沙葬》)。姜戎《狼图 

腾》中，以老鼠、野兔、旱獭、黄羊乃至蒙古马对草场的祸害，叙述草原狼存在的巨大价值与合理性，依 

据的都是生态科学结论影响之下的生态认知。人类对生灵的关爱源自生态维持的理性需求，以此确 

定对待自然和不同生命的生态策略，以科学的认知取代一己的情感好恶，通过理论的引用和逻辑推 

演获得结论。 

与前述两种立场的理性色彩不同，《额尔古纳河右岸》等文本中，对生态伦理的认同，来自于与意 

象思维相对应的“人同此心”式的情感主导下的认知迁移：触动放生念头的，是源自人类内心的情感 

偏向——不希望小水狗一睁开眼睛就看不到妈妈，“那四只小水狗还没有见过妈妈，如果它们睁开眼 

睛，看到的仅仅是山峦、河流和追逐着它们的猎人，一定会伤心的”，所以放过它们，并在此基础上形 

成保护行为的长期性 ，同理，“我”因为自己热爱与自然相合的山林生活，而相信让驯鹿下山圈养是对 

生命的戕害，等等。对自然和其他生命的关爱，缘于对人类自身伦理取向的领悟和迁移，与本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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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具有思维方式上的内在一致 

性。与科学思维的理性、实证不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式的伦理确认，具有明显的感性定位特征， 

是通过人类自身的情感体验，推及自然和其它生命的情感需求，通过认识自身实现对自然准则的觉 

察和认定，并在此层面上实现天道与人道的统一。 

其次，“天人合一”的思维特征还体现在，通过对 自然现象的“感悟”获得对人类行为准则的认 

知，进而建构创作主体的生态观，在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之间建立关联。在获得知识的认知过程中， 

与西方经由逻辑推演的思维方式不同，中国的传统则强调直觉与沟通，重视以直觉来感悟，尊重自然 

感官的直接体悟，淡化形式的、抽象的结构逻辑。 

在新时期生态写作的本土化进程中，创作主体在对自然的亲近与认同中获取对人类生命的感悟 

和对世界的认知，是其本土化思维建构的重要体现。在新时期作家中，通过现代西方生态科学、生态 

哲学与生态文学的影响形成生态观是常见途径：叶广芩在其散文集《老县城》 19]中多次提及利奥波 

德、边沁、劳伦斯等人的理论，苇岸、韩少功等对于《瓦尔登湖》多有推崇和吸收。另有部分作家在领 

受西方生态认知的同时，努力从本土文化资源中寻找呼应：郭雪波的小说中大量借鉴蒙古萨满教教 

义，于坚认为“中国古代的思想越来越成为一种现代思想”【20Ⅲ2盯，贾平凹、张炜对传统文化的执着钟 

情等。而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等具有诗性话语特征的生态写作中，生态理念和作家内在的契合则是 

经由东方式的独特认知方式——感悟，在对 自然万物的感悟中熔铸、生成创作主体的生态观。 

从作家本人的散文作品中可以看出，其生态观的形成，更多基于童年时期的生活经历和对 自然 

的亲近，是由个体体验出发，借助东方式的直觉和“感悟”获得的： 

我经常看见的一种情形就是，当某一种植物还在旺盛的生命期的时候，秋霜却不期而至，所 

有的植物在一夜之间就憔悴了，这种大自然的风云变幻所带来的植物的被迫凋零令人痛心和震 

撼。我对人生的最初的认识，完全是从自然界的一些变化而感悟来的。比如我从早衰的植物身 

上看到了生命的脆弱，同时我也从另一个侧面看到 了生命的从容。因为许多衰亡了的植物，在 

转年的春天又会焕发勃勃生机，看上去比前一年似乎更加有朝气 ” 。 

对人生和宇宙规律的认知不是源于先验的理念或自然科学知识的研习，而是来 自感性的体认， 

来自对 日月星辰季节流转生命轮回中的感悟，这是中国式的思维特点。赵本夫书写人类与土地精神 

渊源的长篇小说《无土时代》中表达过类似的认知途径 ： 

如果有秋天的衰败、冬天的枯萎，一年中有一段时光能看到地上的落叶和枯死的草棵，我们 

就会珍惜生命，也尊重死亡。会感到生命的短促和渺小，会看淡世俗的一切，用一种感恩的心情 

看待我们的生活。人也由此变得平静、淡定而从容。大自然会给人许多暗示的，千万不要小看 

这些暗示，这种暗示如清风细雨浸润着我们的身心，不知不觉间已经改变了我们，也改变了这个 

城 市 ]l45。 

在自然与人的关系中，“暗示”和“感悟”分别对应了自然的蕴涵／赐予和人的领悟，共同呈现了 

人类从 自然的盛衰枯荣中探询人生规律的认识途径。通过人对自然变化的感应，获得对 自然的认识 

和对生命的敬畏，进而获得正确处理人类社会问题的准则，这是感悟式认知思维的基本过程。以“融 

人野地”的情怀参与生态写作的作家张炜，谈及与野地的关系时，亦表明对自然的领悟是其获得生态 

意识的重要途径： 

辽阔的大地，大地边缘的海洋。无数的生命在腾跃、繁衍生长，升起的太阳一次次把它们照 

亮⋯⋯当我在某一瞬间睁大了双目时，突然看到了眼前的一切都变得簇新。它令人惊悸，感动， 

诧异，好像生来第一遭发现了我们的四周布满了奇迹。 

我极想抓住那个“瞬间感受”，心头充溢着阵阵狂喜。我在其中领悟：万物都在急剧循环，生 

生灭灭．长久与暂时都是相对而言的；但在这纷纭无序中的确有什么永恒的东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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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本夫的“暗示”以自然为主体，强调 自然发出的信息和启示，自然生态中涵蕴精神生态命题。 

迟子建的“感悟”、张炜的“领悟”则强调人类“悟”的行为和结果。他们的共通之处在于，都强调了自 

然之道与人类之道的可沟通性、可迁移性，体现在思维特点上，都“不是来 自对事物的唯一的、本质的 

抽象，而是一种奇特的‘隐喻’和联想。它不必遵守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而主要地是靠‘直觉 ’和 

‘顿悟” 。这种思维方式，可以在中国传统哲学和科学思维中得到印证。学者杨义在对“感悟” 

深入研究之后，肯定其在本土文化中的核心地位 ：“感悟思维已成了中国诗学中几乎无所不在的思维 

方式，成了中国诗学关键词中的关键词。”l25̈“感悟”式思维方式的存在，是生态写作本土化生成的重 

要指征，与中国古代哲学“格物致知”的认知方式，诗歌传统中的“心物相感”“感物兴怀”，具有内在 

思维运转方式的一致性，并以此区别于自然科学话语中的“科技理性思维”。 

新时期生态写作经历了对生态科学的演绎和对西方生态写作的借鉴之后，终于寻找到属于自身 

的本土美学形态，并以此实现与中国式诗性智慧的对接，在世界生态写作的宏观格局中实现本土化 

特质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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